
故宫博物院于今年初在午门东雁翅楼展
厅举办了“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华展”，
展出来自伊朗国家博物馆等伊朗文博机构的
文物达216件，其中7件各具特色的“来通”引
人瞩目（图1）。笔者拟借此机对“来通”在数千
年历史长河中的沉浮进行概貌性阐述。

“来通”的起源复杂难辨

“来通杯”常被简称为“来通”，是“Rhy⁃
ton”的音译词，由希腊人命名，有流出、联通
之意。来通被认为产生于公元前 2000 年左
右，其起源及演变过程较为复杂，至今未能取
得定论。目前对于来通杯的前身或起源问题，
学术界存在两种主流推断：

其一认为，来通起源于小亚细亚半岛赫
梯文明的血祭仪式中，前身为牛、羊等小型偶
蹄目动物制作的头套。这种兽首头套用于套
在动物头部，前端留孔，血祭时割破动物颈部
喷溅血液，完成仪式。兽首头套的造型风格通
常较为写实，与动物面部契合度较高。考古
学家在赫梯文明中发现了最早的动物造型
来通杯。安纳托利亚文明博物馆藏有一件赤
陶土“公牛首来通杯”（图 2），相较于常见的
来通造型，这件所谓的“来通杯”更像是一个
面具，而不是杯。其产生时间在公元前 1945
年至公元前 1835年，该时间段与公认的来通
产生时间（公元前 2000年左右）较为接近。小
亚细亚是爱琴文明及近东文明联系的桥梁
和纽带，这一区域的文明交流互动频繁，来
通便伴随血祭仪式逐渐传入爱琴文明、西
亚，甚至中亚地区。

另一推断认为，来通杯源自对角状杯的
改造，在角状杯传入希腊时加上装饰成为来
通杯。人类用兽角（通常为牛、羊、鹿等偶蹄目
动物的角）作杯，即角状杯，起源很早，可追溯
至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角状杯遍布欧亚大陆
多个不同地区。作为来通两大制作中心的希
腊和伊朗，存在大量角状来通杯，且制式相
似。希腊风格的来通杯倾向于头部写实，而波
斯风格则常采用抽象化的形象或想象动物形
象，这些特征与其相应地区的雕塑艺术风格
一脉相承。

根据查阅资料和实物来看，笔者认为前
一种推断更加合理可信，而后一种推断则更像
是来通经历了一定传播和发展后衍生出的其
中一种角状样式。除角状来通杯外，现有考古
实物中还存在柱形来通杯、兽身型来通杯、纪
念碑式人像来通杯等各式造型。由于角状杯在
游牧民族中的广泛使用，不难推知当来通随着
小亚细亚的血祭仪式来到西亚地区，以兽首为
端部排液的来通杯与以兽角为主体的角状杯
极易产生联系，进而发生融合，促生出后世常
见的角状来通杯。

造型与用途经历漫长的演变

造型及材质演变 目前，典型来通杯
实物通常具有以下显著特征：①一端为注
口，即液体流入的口，一端为流出口；②造
型特别，流出端通常为牛、羊、狮等各类兽
首。来通在经历漫长的演变发展后，造型方
面也不再限于兽首，还存在兽身、神兽、人
像、鸟形等各类形象。杯体装饰风格也日益
繁复，并随各地不同的审美需要而变化。来通的材质最初
以陶制为主，后随着社会进步、工艺发展以及上流社会使
用需求的更迭，多以金、银、玛瑙、玉、玻璃等各类名贵材
质制作。

功能演变 来通杯的功能演变较为复杂，大致可分为
两种功能：宗教祭祀用器和贵族宴饮用器。如前文所述，来
通在宗教祭祀用器的性质最初应源于小亚细亚血祭仪式中
的使用。此后在地中海地区与西亚地区的交流互动中，来通
逐渐成为当地宗教、祭祀仪式用器，并在周边文明圈传播之
时逐渐由“血祭器”转变为“酒祭器”。之后来通逐渐世俗化，
加之欧洲、西亚、中亚饮酒之风盛行，来通开始成为贵族奢
侈的饮酒器具。

“来通”的饮器功能 作为饮器，来通杯在使用方式上
分化为三种：一种为典型饮用方式，即上端注入液体，举起
来通从下端饮用。这样类似漏斗的使用方式使得酒（尤其是
葡萄酒）在杯内流动时与空气充分接触，起到醒酒的效果。
如波士顿美术馆藏北齐画像石刻（图 3）中所表现的那样，
画面中央的胡人贵族手持来通，从底部饮用。另一种来通
则仅有上端杯口，无论注入液体还是饮用液体均从杯口完
成，如日本正仓院藏的古琴背面所刻胡人持来通饮酒的方
式（图 4）。还有一种方式为来通配合碗盘类容器使用，饮用
时高举来通，将液体从底部注入碗盘类容器中再饮用。如维
也纳艺术史博物馆收藏的希腊彩陶瓶上所绘右侧饮者的饮
用方式（图5）。

“来通”的东传与交融

来通杯不仅在地中海、西亚地区流传广泛，也经由领土
扩张、贸易等方式影响了中亚地区，并由粟特民族通过丝绸
之路向更东方的中国、日韩等地传播。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时
期，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东西方交往密切。此时，地处西亚
的萨珊波斯拥有广袤的领土、昌盛的国力，其文化和艺术的
影响力得以直抵中亚腹地，触及东亚。来通作为西亚文化的
一部分，随着中西亚胡人的商贸脚步逐渐向东，被带到中国
西部、中原地区。在东传过程中，因各地宗教信仰、祭祀礼仪
等文化的不同，来通的饮器功用较之其宗教礼仪功用自然
更易被接受和传播。故来通的饮器性质日益突显，而最初作
为祭祀礼器的性质逐渐弱化。

中西亚胡人饮酒之风盛行，高贵奢华的酒具能够促进
人们饮酒的欲望，有助于饮酒时愉悦心情。作为造型特别、
制作精美的酒具，来通杯所至之处自然备受追捧。随着南北
朝至隋唐时期东西方商贸、联系日益密切，丝绸之路上的胡
人商贾为方便宴饮随身携带来通，不经意间促进了来通饮
酒功能的进一步世俗化与大众化，并将用来通饮酒的习惯
带至中国境内。

来通杯传入中国的准确时间目前尚无定论，孙机先
生认为其年代不早于 3 世纪，不晚于 4 世纪前期。来通独
特的形状及饮酒方式在传入中国后逐渐得到贵族的关注
与喜爱。尤其在社会风气开放、对域外文化接受度高的唐
代，来通成为奢侈和时尚的象征，在当时的贵族与宫廷生
活中较为流行。最典型的当属 1970 年何家村窖藏出土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图 6）。它是唐代的一件稀世珍品，也是
中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见证，极具文物价值、历史价值和
艺术价值。此杯为典型的来通杯，杯体采用红色玛瑙雕琢
而成，整体呈角形，一端为兽首并在兽吻部有液体流出
口，以可卸下的镶金塞堵住。关于其身世来源，以及前端
兽首到底为何种动物目前仍未能形成定论。孙机先生认
为这件器物或为 8 世纪早期生活在长安的粟特工匠所制，
齐东方先生则认为此杯制作年代不晚于 7 世纪，或为来自
西域的贡品。

另一个在东传过程中对来通杯进行改良融合的例子，
可见于同期在故宫博物院午门正殿“历史之遇：中国与西亚
古代文明交流展”中展出的两件“中式来通”：三彩鸭式杯
（图7）、三彩角形杯（图 8）。通常，使用来通作为酒具饮用时
须以半躺卧姿势从底部小口饮酒，而这种方式显然不符合
我国中原地区的饮酒习惯。我国历史上虽也使用角杯，但
都是从上部大口沿处饮酒。为适应本土的使用需求，更符
合中原地区的饮酒习惯，人们对来通进行了明显的改造。
故而从上述两件三彩杯器可看出，来通进入我国中原地区
后，逐渐向此类下端流口卷曲向上，连接器身形成杯把的
杯形器发展。

来通杯在中唐以后开始淡出中国人的视野，未得到进
一步发展。从侧面说明，彼时来通在地中海、西亚等发源地
的影响力已逐渐衰退，活跃度不复最初。

跨越千年的影响

来通杯作为地中海地区和西亚地区古代文化中的一种
重要器物，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
内涵。它们见证了古代人们对祭祀的重视，对神灵的虔诚，
对酒的崇敬与喜爱，体现了彼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为
我们展现古代人们的信仰、仪式和生活。

自公元前 2000年左右诞生至公元 8世纪后逐渐退出历
史舞台，来通杯历经近三千年的发展，其影响遍布欧亚大陆
诸多国家和地区。至今我们仍可在许多出土遗存的饮器中
不断发现受来通影响而产生的“类来通”创新器形的身影，

“来通”一词所指代的饮器范围也愈加广泛。透过这些饮器，
仍可感受到彼时人们对于来通的喜爱，以及工匠乃至艺术
创作所受到的源自来通的启发和影响。他们借鉴或融入来
通的经典造型、使用方式等元素进行各类饮器的再创作，使
来通的生命力不断延续、意涵不断拓展，展现出来通作为经
典造型艺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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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新乡博物馆藏有一面东汉时
期的四乳雏鸡纹铜镜（图 1），直径 6.1
厘米，厚 0.33 厘米，重 42 克。镜面微
凸，半球形钮，圆形钮座。铜镜纹饰
采用以四乳钉为基点的四分布局
法，单线条勾勒出栩栩如生的雏鸡形
象。纹饰线条简洁洗练，乳钉简化成为
圆圈内有一乳点，外围有一周斜线纹，
素缘。主体图案为四乳雏鸡纹，雏鸡同向
环列，首部微微上仰，臀部圆润上翘，
弧线勾勒出翅膀，小嘴尖而短，犹如
刚出蛋壳的小鸡，甚为可爱。

两汉时期的铜镜制造业非常发
达，铸造工艺与表现手法都得到了创
新发展，数量众多，形制多样，纹饰丰
富，但以雏鸡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却不多
见。纪春夫《雏鸡铜镜》（《中原文物》1982
年第 2 期）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雏鸡铜
镜”；《城固县文化馆藏铜镜简介》
（《考古与文物》1988 年第 4 期）一文
中介绍了一面“乳钉雏鸡纹镜”；刘
明琼《贵州铜镜研究》（《贵州民族研
究》1997年第4期）把雏鸡纹铜镜又进
一步划分为“四乳雏鸡纹镜”和“五乳
雏鸡纹镜”。除此之外，在有些四乳禽鸟纹
镜或多乳禽鸟纹镜中，“禽鸟”在表现手法上多趋
于“鸡雏”状，如《江西九江县清理一座东晋墓》发掘简报中
对该墓出土的一面铜镜进行了介绍：“该镜具有东汉尚方镜
的风格，属禽鸟乳丁纹镜类，圆乳丁配置禽鸟，鸟如雏鸡形，
边缘为三角锯齿和双线波纹，铭文书体介于隶篆之间。”管
维良《中国铜镜史》一书中也提及一面六乳六鸟镜“主纹为
六乳相间六鸟，外为辐射线和锯齿纹带各一周，鸟作鸡雏
状”。由此可知，这种镜类的主题图案由乳钉和雏鸡（鸟）两
种元素组合而成，根据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一书
中对汉代流行铜镜十五类的划分标准，可把这种四乳雏鸡
镜归属于四乳禽鸟纹镜类。

值得注意的是，雏鸡纹铜镜的主题图案布局为乳钉间
有且只有一个雏鸡（鸟）纹，并且雏鸡纹表现十分生动，有着
浓厚的生活气息。显然，这种形象化的雏鸡纹表现手法与这
一时期流行的四乳禽鸟纹的表现手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这
种四乳雏鸡纹铜镜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鸟作鸡雏状，二为
乳钉简化为圆圈内有一乳点，三为乳钉和雏鸡纹数量等同。
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具备以上三个元素的四乳铜镜都应统
称为四乳雏鸡铜镜，有必要对这种雏鸡（鸟）铜镜进行单独
分类。

从铜镜纹饰表现手法和发展序列方面而言，四乳雏鸡
纹应是由四乳禽鸟纹发展而来或是从四乳禽鸟纹铜镜中派
生的一种新镜型。这种以雏鸡（鸟）纹为主体纹饰的铜镜仍
应为四乳禽鸟纹镜类中的一个新类型。东汉时期比较常见
的四乳禽鸟纹铜镜主题图案布局为四乳间分布一鸟或相向
的两鸟，如新乡博物馆藏东汉四乳八鸟纹镜（图 2），禽鸟姿

态趋于图案化。同时，四乳铜镜的
出现年代往往要早于多乳铜镜，
并且在纹饰表现方面也存在着一
定的差异，如新乡市博物馆藏的
东汉四乳四鸟纹铜镜（图 3）和东
汉五乳五鸟纹铜镜（图4）。通过对
比以上铜镜的主体纹饰可以发
现，禽鸟纹开始从图案化向形象
化发展，以单线条形式勾勒出主

体纹饰，同时乳钉纹也随着主题纹
饰的简化而逐渐发展成圆圈内有
一乳点的形状。显然，从禽鸟纹到
雏鸟纹、雏鸟纹到雏鸡纹的发展
演变过程中，纹饰表现手法开始

从繁到简，以单线条勾勒为主，甚
至有些铜镜图案表现得比较模糊

（图 5）。
雏鸡纹在青铜镜上的出现也是

有迹可循的，正如裘士京先生在
《铜镜》一书中所言：“实际上任
何纹饰镜的出现都不会突然的，
它兴盛一段时间后虽然不再流
行，也不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相反，有些纹饰可能在下一个历史
时期经改造而再次流行。”从西汉中

晚期开始，禽鸟、四神、兽纹等纹饰更多地出
现在四乳镜之中。尤其在四乳四虺镜中，主题虺纹内外两
侧常常有两只禽鸟，如新乡市博物馆藏西汉四乳四虺纹
铜镜（图 6），有些禽鸟外形如同雏鸡。同时，这种四乳四虺
镜类的出现年代相对较早，根据北京大葆台一号墓（武帝
太始三年）出土过一面四乳四虺镜，可将四乳四虺镜的上
限年代划定（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陕西人民出版
社）。据此，可以推测雏鸡纹应在西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在
青铜镜上，只不过这时期的雏鸡纹没有以主题图案的形
式出现。

从汉墓考古发掘可知，四乳禽鸟纹铜镜主要流行于西
汉晚期及其以后，其装饰工艺和表现手法也是一直处于不
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而以雏鸡为主题图案的铜镜则出现
在东汉时期，这在《贵州铜镜研究》一文中有着细致的论述，
作者根据铜镜出土的墓葬年代将其划分在东汉早期和东汉
中晚期。除此之外，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定远谷堆
王九座汉墓的发掘》（《考古》1985年第5期）中也介绍了一面
出土于东汉早期 7号汉墓的四乳四鸟镜，四鸟作雏鸡状。同
时，在《广州汉墓》一书中也提到了东汉晚期墓葬（M5076:
33）出土的一面五乳雏鸟铜镜，雏鸟表现也趋于雏鸡形象。故
而推测四乳雏鸡纹铜镜应流行在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这个
阶段。

汉代铜镜可谓是“丰满奇异”，这种“雏鸡纹”的提出则
为两汉时期铜镜增添了新的纹饰类型。本文仅粗浅概述了
四乳雏鸡纹铜镜的特点、类属以及流行年代，当为抛砖引
玉，尚需更为深入的研究。

龙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数
千年以来炎黄子孙以龙为傲。作为
神话动物，龙在人们心中象征着神
通广大、吉祥如意。它以蛇身为主
体，汇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
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形成了一种多类动物的综合体。龙
最初作为原始部落的图腾，经长期
演变发展成为陶瓷纹饰。景德镇瓷
上龙纹历史悠久，具有道教信仰、封
建皇权和民俗思想等文化内涵。

景德镇瓷上龙纹的演变由来

陶瓷龙纹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龙图腾，在形象、称谓和文化意涵
上经历了起源与发展两个阶段。龙
是华夏族的图腾，这在二里头文化
早期陶器的蛇形龙纹上得到了证
实。商周时期至唐代，陶瓷龙纹在我
国南北各地空前发展，但龙的形象
千姿百态，龙的称谓尚未统一，直至
宋代景德镇瓷上龙纹才开始出现并
日趋定型。

在宋代景德镇烧造了堆塑三爪龙的官府
用瓷、堆塑五爪龙的皇帝专用瓷和主要用于随
葬的民用龙纹瓷等，其龙纹主要分为团龙纹和
行龙纹两种。这一时期，景德镇龙纹瓷器以立
体的雕塑龙为多，而平面的刻花龙相对较少。

元代，官方对龙纹的控制更加严格，规定
五爪印花龙纹仅供皇帝使用。考古资料显示，
这一时期龙纹的龙头较小，龙嘴的上唇尖且翘
起，龙须修长，龙身弯曲似蛇，显得十分凶悍，
反映了元代统治阶级的粗犷性格和精神面貌。

明代，景德镇瓷上龙纹日趋成熟，其龙身
虽然呈蛇状，却粗壮且腾起有力；龙头较大，
前额凸起，双目有神，龙须细长，龙角后仰，龙颈修
长；龙有三爪（称“蛟”）、四爪（称“蟒”）和五爪（称

“龙”）之别。龙头呈牛角状（称“斗牛”），龙头上有翼
有鱼尾（称“飞鱼”），这是界定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
标识。景德镇瓷上龙纹在明初期多呈合嘴状，在明中期
龙口大开，火焰从口中喷出，气势恢宏。

清代，景德镇瓷上龙纹更具装饰性。其龙头硕大，前额
宽广，龙发飞扬，龙眼凸起，龙身细长，具有灵秀的神韵。至
清代后期，龙纹随着官方限制政策的放松，昔日的威严不
再，神态日趋温和，装饰更加华丽，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吉
祥图案。如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收藏的清代乾隆釉里红
云龙蝙蝠纹扁肚瓶（图 1），以釉里红为着色剂进行绘画，画
面中一龙遨游在祥云之间，一龙昂首在海涛中翻腾而起，双
龙均为五爪，空间点缀着飞翔的蝙蝠，寓意吉祥。

景德镇瓷上龙纹的文化意涵

景德镇瓷上龙纹充满着道教鬼神观念 道教从春秋战
国期间的阴阳五行学说和神仙观念演变而来，属于地道的
中国本土宗教。在道教观念中，龙是飞天的神兽，是神仙飞

向天空的坐骑（即道教法术中的“乘
峤”），“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
具有无穷的力量。古代景德镇民众在丧葬
活动中均有“事死如事生”“佑富贵利子孙”
的迷信观念，常将逝者生前用过或后来仿
制的生活陶瓷用于陪葬，以供逝者在另

一世界继续享用。
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藏有

宋代景德镇青白釉人首蛇身瓷俑
（图 2），其蛇身笔直，呈卧龙状，
两端各有一个光秃的人头，显得

十分怪异和神秘。这种装饰题材源
于对龙的化身伏羲及女娲的想象。伏
羲及女娲从汉代开始被臆想成配偶

神，人类则由这对天神孕育和繁衍，从
此这对天神则成为人们信仰的始祖及保
护神。此类瓷俑在景德镇宋墓葬中时有出
土，同时伴随出土的还有夔龙、青龙和地龙
等涩胎瓷塑俑。

景德镇瓷上龙纹是封建皇权的标识
龙纹逐渐演变成封建皇权的标识是从

唐代开始的。至宋代，龙纹的皇权
意涵才在景德镇瓷器上显示出
来，官方对龙纹，尤其对五爪龙
纹的限制十分严格，严禁民间
及各级官员使用，这在北宋青白

釉堆塑五爪龙纹瓷枕上可得到印
证。元代，朝廷对龙纹的控制远超以

前任何时代，浮梁瓷局烧造的五爪龙纹、
双角五爪龙纹瓷器仅限于皇帝一人享
用，展现出皇权的独尊性。明清时期，朝
廷对龙纹的管控空前严厉，规定景德镇
御窑厂烧造皇帝专用的五爪龙纹瓷和皇
室使用的龙纹瓷残次品及落选品均需在
厂内敲碎并就地掩埋，严禁流入民间，以

维护和确保封建皇权的唯一性。
龙纹在古代被认为是等级最

高的祥瑞图案，在民间流行的同
时，还先后与原始部落首领、历代

皇帝以及王侯将相有着密切的联
系。古代，皇帝被称为“真龙天子”，享

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而龙纹则赋予了皇
权的神秘性和至尊性，是封建皇权的标识。

景德镇瓷上龙纹的民俗思想 传统认为龙是超越自然
力的神兽，既可以上天入地、呼风唤雨，又可以在农耕社会
保佑天下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让人们过上衣食无忧的生
活，因此人们敬畏它，崇拜它。在我国南方各地建有“龙王
庙”，端午节期间“赛龙舟”、元宵节“游龙灯”等以求消灾、避
邪和祈福。同时，龙作为吉祥之物，也往往被运用在历代陶
瓷装饰题材中，成为贯穿中国陶瓷史始终的最具代表性的
吉祥图案。明清时期景德镇瓷表现得更加广泛生动，龙纹不
仅在御瓷图案上大力推广，还在民窑中层出不穷，有坐龙
纹、穿花龙纹、鱼龙纹、二龙戏珠纹、九龙闹海纹等。其装饰
技法富贵多样，设色艳丽，主要有青花、釉里红、青花斗彩、
青花五彩、黄地绿彩、粉彩、青花黄彩、黄地青花、黄地紫绿
彩及矾红彩等。

图 3 北齐画像石
刻中使用来通的宴
饮场景线描图（图
片来源：《花舞大唐
春——何家村遗宝
精粹》）

图 4 古琴背面所
刻胡人持来通饮
酒线描图（图片来
源：《花舞大唐春
——何家村遗宝
精粹》）

图8三彩角形杯
唐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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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璀璨波斯——伊朗文物精华展”中展示的部分来通

图2 公牛首来通杯 安纳托利
亚文明博物馆藏（图片来源：
《从赫梯血祭器至粟特贵族酒
具——跨越欧亚文明的兽饰
“来通杯”东传演变考》）

图5 希腊彩陶瓶展开图中的宴饮场景（图片来源：《“来通”——兽
首玛瑙杯的名物考释》）

图6 镶金兽首玛瑙杯
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7三彩鸭式杯
唐 故宫博物院藏


